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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史视野下的东海研究

杜春媚(美国。西肯塔基州⽴⼤学历史系

引⾔：全球史的兴起
现代史学在西⽅是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同成长起来的。这在先天

上就造成了历史将解释民族国家的⽣成、发展和衰落作为责任,各种历史著作
和教科书⾃觉不⾃觉地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着合法性的说明。19世纪以来
主导史学的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在教学和研究中居于主流，将民族国家看
成是⼀个封闭⾃⾜的系统，并且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和最终落脚点。
⽬前历史系的专业设置和历史学家的主要划分⼤多还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

畴内。
随着全球化的⽇益发展，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显得越来越脆弱。如果说安

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民族国家是被建构的、 想象
的产物⼜的时候,这个想法还有点骇⼈听闻，今天却已经成为了街头巷尾的流
⾏语。尽管学界的共识还没有达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民族国家在理论上已
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这个长期以来公认的“实体”受到了各种跨
国势⼒的挑战。⽐如说像欧盟、联合国、路透社等跨国组织和企业;⼥性主义、
环境主义、移民、迁徙⼈群等社会运动;还有意识形态、流⾏⽂化等“软实⼒”都

@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
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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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国家的实际能⼒造成了冲击。对于今天的很多社会运动和历史的参
与者⽽⾔，民族国家所起的作⽤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关紧要的，⽐如说
同时具有多重⾝份认同的离散⼈群(Diaspora）。
这些新形势造成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根本任务和功能的反思。新的全

球化的政洽经济形势促使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旧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拷
问传统国别史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研究对象、⾓度和边
界都发⽣了很⼤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是世界史 (world history)、全球史
(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世界史成为美国中学和⾼等教育中发展最快的领

域之⼀。在美国⼤学历史和⼈⽂教学中，全球史取代传统的世界⽂明史、西⽅
⽂明史也已经成为⼀种趋势。过去由⾮洲史、亚洲史等各种⾮西⽅历史的专
家充任教授的世界⽂明史课程，现在已经可能由专门的全球史专业的学者担
任。在美国的⼀些⾼校中，世界史、全球史已经成为了历史学专业的⼀个独⽴

分⽀,⽤于对于硕⼠和博⼠⽣进⾏该领域的理论和⽅法论的专门训练。20世
纪g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istorical Review) 在内
的权威杂志发表了关于全球史的激烈讨论的专刊②。美国史学家年会(Ameri-
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也倡导全球史的书评、⽂章、专著、论⽂集和系列著
作的发表和出版。全球学者们(globalists)更是建⽴了⾃⼰的学术组织-
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专门的全球史的杂志也应运⽽⽣，
⽐如说⾃ 1990年以来出版的世界历史学会的专刊《世界史》(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和⾃2006 年以来剑桥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史i(Journal of

Global Htistory)。随着全球史的兴盛发展，全球史学家的⾃我认同感和归属感
也更加强烈。尽管⼀些历史学家处理的对象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领域的内
容,但是他们却并不⾃称为中国史家。⽐如说倡导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现代中

①有些学者甚⾄信导⼀种全新的“⼤历史”（Big Ftistory)，以宇街为研究单位，探素⾮⼈类中
⼼的历史。Cynthia Stokes Brown,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 W. Norton, 2007.

②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史的全球化的早期系统讨论，见：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
“World Historv in a Global Age. ” The American Fistorical Review. 100, No. 4, Oct. , 1995: “The
Nation and Beyo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s Historv . A Specigl Teene.s Tho
Tarrmal sf Amorirnn Figtory 86 No ?. Der 1ggg. Thomas Bender ed. . Rethinkino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详情见该协会的官⽅⽹站：http://www.thewha.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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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移民的哥伦⽐亚⼤学历史系教授麦克考恩(Adam McKeown）@就⾃认为是
全球史家(global historian)。

因为概念本⾝的模糊和发展变化,学术界⽬前对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
分还存在争议。两者共同点是都试图跳出欧洲⽂明、西⽅⽂明的范围，冲击并
反思传统的国别史。但两者又有所不同。简单来讲，世界史强调普世⽂明价
值，所以侧重⽂明史尤其是早期⽂明观念的⽐较，常常陷⼈以西⽅⽂明发展的
主线为线、价值观为纲的论述轨迹。全球史的研究重点则是全球化，关注的对
象是⼤范围内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全球史考量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
交融与互动，所以在研究中并不将西⽅发展轨迹视为唯—⼀的规律、或者根本出
发点。跨国史的定义更为模糊，使⽤也更为灵活。“跨” (trans-)本⾝就包含
了多重含义：之中、之间、之外、跨越、超越等等。跨国史在⼴义上描述各种试
图超越政治疆域、国别限制甚⾄⽂化差别的研究,强调过去被忽视的、被边缘
化的群体和研究对象。

⼀些倡导全球史的学者认为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转变不只是名称的更
替,其代表的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全球史不是⼀部西⽅、⾮洲、美洲和亚洲历
史的简单叠加，⽽是⼀部互相连通、互相作⽤的历史。换句话说，全球史视野
下的中国史并不等于世界史中的中国章节。在⽅法上跨国史也不简单等同于
⽐较史学，因为⽐较史学很⼤程度上仍然是以固定的疆界为前提展开的,⽽跨
国史认为国家之间的疆界并不如传统所认为的那么清晰。跨⽂化跨地区的⼈
员、信息和知识经常彼此纠葛、渗透，⽆法划分、局限在疆界当中。同时，全球
史并不是单纯的⽐较民族国家之间的异同，⽽是研究它们之间的渗透、交流与
互动。⽐如说，过去讲⼆战只讲欧洲战场，或者再加上对于太平洋战场的简
介。现在讲整个世界战场，讨论亚洲和⾮洲殖民地、⾮殖民地⼈民的参与对于
⼆战的影响，以及⼆战对于殖民地政治和⼈民的影晌。⼆战不仅是发⽣在世
界范围内的战争，⽽且是世界各个地区、国家共同作⽤的结果。

从西⽅中⼼论到中国中⼼论再到跨国史视野下的现代中国
⼆战后的 60、70年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

中的主流学派。在“西⽅的冲击”的叙达中，近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意
识形态和⽂化诸⽅⾯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西⽅各种冲击所做出的反

Adam Mo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no.2, May, 19g9, pp.306- 337；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ee: Pe-
re, Chicago, Hawait,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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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国家的实际能⼒造成了冲击。对于今天的很多社会运动和历史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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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发⽣了很⼤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是世界史 (world history)、全球史
(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世界史成为美国中学和⾼等教育中发展最快的领

域之⼀。在美国⼤学历史和⼈⽂教学中，全球史取代传统的世界⽂明史、西⽅
⽂明史也已经成为⼀种趋势。过去由⾮洲史、亚洲史等各种⾮西⽅历史的专
家充任教授的世界⽂明史课程，现在已经可能由专门的全球史专业的学者担
任。在美国的⼀些⾼校中，世界史、全球史已经成为了历史学专业的⼀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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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是他们却并不⾃称为中国史家。⽐如说倡导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现代中

①有些学者甚⾄信导⼀种全新的“⼤历史”（Big Ftistory)，以宇街为研究单位，探素⾮⼈类中
⼼的历史。Cynthia Stokes Brown,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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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移民的哥伦⽐亚⼤学历史系教授麦克考恩(Adam McKeown）@就⾃认为是
全球史家(global historian)。

因为概念本⾝的模糊和发展变化,学术界⽬前对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
分还存在争议。两者共同点是都试图跳出欧洲⽂明、西⽅⽂明的范围，冲击并
反思传统的国别史。但两者又有所不同。简单来讲，世界史强调普世⽂明价
值，所以侧重⽂明史尤其是早期⽂明观念的⽐较，常常陷⼈以西⽅⽂明发展的
主线为线、价值观为纲的论述轨迹。全球史的研究重点则是全球化，关注的对
象是⼤范围内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全球史考量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
交融与互动，所以在研究中并不将西⽅发展轨迹视为唯—⼀的规律、或者根本出
发点。跨国史的定义更为模糊，使⽤也更为灵活。“跨” (trans-)本⾝就包含
了多重含义：之中、之间、之外、跨越、超越等等。跨国史在⼴义上描述各种试
图超越政治疆域、国别限制甚⾄⽂化差别的研究,强调过去被忽视的、被边缘
化的群体和研究对象。

⼀些倡导全球史的学者认为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转变不只是名称的更
替,其代表的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全球史不是⼀部西⽅、⾮洲、美洲和亚洲历
史的简单叠加，⽽是⼀部互相连通、互相作⽤的历史。换句话说，全球史视野
下的中国史并不等于世界史中的中国章节。在⽅法上跨国史也不简单等同于
⽐较史学，因为⽐较史学很⼤程度上仍然是以固定的疆界为前提展开的,⽽跨
国史认为国家之间的疆界并不如传统所认为的那么清晰。跨⽂化跨地区的⼈
员、信息和知识经常彼此纠葛、渗透，⽆法划分、局限在疆界当中。同时，全球
史并不是单纯的⽐较民族国家之间的异同，⽽是研究它们之间的渗透、交流与
互动。⽐如说，过去讲⼆战只讲欧洲战场，或者再加上对于太平洋战场的简
介。现在讲整个世界战场，讨论亚洲和⾮洲殖民地、⾮殖民地⼈民的参与对于
⼆战的影响，以及⼆战对于殖民地政治和⼈民的影晌。⼆战不仅是发⽣在世
界范围内的战争，⽽且是世界各个地区、国家共同作⽤的结果。

从西⽅中⼼论到中国中⼼论再到跨国史视野下的现代中国
⼆战后的 60、70年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

中的主流学派。在“西⽅的冲击”的叙达中，近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意
识形态和⽂化诸⽅⾯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西⽅各种冲击所做出的反

Adam Mo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no.2, May, 19g9, pp.306- 337；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ee: Pe-
re, Chicago, Hawait,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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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内部对于“冲击⼀回应”理论框架进⾏了各种直

接、间接的反思。代表著作有 1989年柯⽂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

观在美国的兴起》。柯⽂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向以中国为中⼼”,也就

是“从中国⽽不是从西⽅着⼿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
⽽不是外部的《即西⽅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他强调：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有其内在和独特的规律和过程，中国史的
研究不应当成为西⽅理论的注脚、例证、延伸或者是应⽤。

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化和美国史转向全球史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出
现了从中国中⼼论到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的趋势。⽆论是在近⼗年来的
研究出版物,还是在最近的会议论⽂中都可以发现跨国史⽅法的⾃觉运⽤。
学者仃试图跳出“冲击⼀回应”和“中国中⼼”的框架，以全球史的视⾓解读中
国近现代历史，既不以国家为本看待问题，也不把眼光局限在“西⽅”与“东⽅”
⽂明的框架内。换句话说，尽可能地抛弃以民族国家或者⽂明为基淮的中⼼
观，⽆论是西⽅中⼼、中国中⼼，还是任何预设的、⾮历史的价值中⼼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试图重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世界

范围内重新考察中国,尤其是将近现代史上超出“中国”范围内的题⽬进⾏重
新审视，甚⾄回归国际关系、外交历史、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等“传统”题⽬。
在分析价值取向上,传统研究强调西⽅对于中国的影响，解释路径通常囿于两
种模式：⼀种侧重于现代化对于中国的积极论，⽆论是基督教、科学还是现代
性都对于中国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另⼀种偏重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消极
影响，认为在帝国主义武⼒扩张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背景下，包括传教⼠和汉学
家在内的西⽅⼈成为了帝国主义箏控的⾃觉不⾃觉的⼯具。与此相对照的最
新的研究显⽰，也许中国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被动的受惠者，也不完全是帝国
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新的研究重新审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

社会以及⽂化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只是单⽅⾯的影响，也不局限于简单的
积极——消极论的叙述中。我认为这种研究趋势和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
称为从国别史到跨国史的转变，下⽂举例简述。
瑞贝卡。卡尔(Rebeeca KarI在《世界⼤舞台：19、20 世纪之交中国的民

族主义XStas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r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版见柯⽂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
历史,中国中⼼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回同上书，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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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 Century )0中试图重新解读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起源。过去分析中国民族
主义的著作⼤致局限在两种基本模式之内：⼀种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下
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在西⽅和⽇本的影响下产⽣。另外⼀种侧重“中
国中⼼”，认为民族主义可以⾃然地在中国⽂化内部⽣成。卡尔提出 19世纪
末到20 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冲击的结果，也不只是内部理
路,⽽必须放⼈整个全球范围内考察;全球范围也不单单是传统的西⽅中⼼的
世界，也包括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她尤其侧重分析中国当时的知识分⼦是
如何理解与评论波兰、⼠⽿其、菲律宾、南⾮、夏威夷和许多今天被称为“第三
世界”的地区。⽐如说，中国知识分⼦在了解了菲律宾⾰命之后，开姶应⽤殖
民主义和反殖民⾰命的新的世界观来思考中国问题，并且有意识的将中国的
问题和其他⼈种与地区联系起来。具体来说，他们在试图理解清末政局的时
候,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民族⾰命的影响，将满清王朝不仅看作
是⼀个腐朽王朝，⽽且看作是⼀个殖民势⼒、⼀个可以作为民族主义⾰命的
对象。

2003 年何伟亚 (James Hevia）的⼒作《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
义教程》(English Lessons : The Pedaeoe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

China)@考察了西⽅如何通过暴⼒的⽅式将中国置于殖民世界之中，建构了
⼀种表⾯没有体制统治但实质上的殖民控制，迫使中国最终接受以欧洲为核
⼼的价值取向和世界格局。60年代以来汉学家研究西⽅政治、经济、宗教和⽂

化势⼒对于中国近现代化的影响的论述中，西⽅⼈或是以积极的导师、或是以
邪恶的殖民者的形象出现。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中⼼论者强调的是中国知识分
⼦的⾃主性和创造性，认为他们在没有完全被殖民化的情况 下独⽴炮制出了
中国的现代性。何伟亚有别于上述两种论述，他强调尽管中国没有完全浴为
殖民地，但是“英国的课业”在根本上具有暴⼒和掌控(domination）的性质，其
根本仍是殖民主义。他同时揭⽰出了帝国主义的⽭盾：⼀⽅⾯⾃居为⽂明的
中⼼,将中国、⾮西⽅置于⽂明的对⽴ ⾯;另⼀⽅⾯，又在实际中又使⽤羞辱、
暴⼒和杀戮等⼿段进⾏有效的殖民扩张和统治，同时宣称这些是野蛮的中国
⼈唯⼀可以理解的话语和⽅式。

① Rebecca Kari, Stas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 of the Twentieth Cen-

tur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版见卡尔。瑞贝卡著，⾼瑾等译《世界⼤舞台：⼗
九、⼆⼗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s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
m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s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版见何伟亚著，刘

天路、邓红风译《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献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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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种侧重于现代化对于中国的积极论，⽆论是基督教、科学还是现代
性都对于中国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另⼀种偏重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消极
影响，认为在帝国主义武⼒扩张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背景下，包括传教⼠和汉学
家在内的西⽅⼈成为了帝国主义箏控的⾃觉不⾃觉的⼯具。与此相对照的最
新的研究显⽰，也许中国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被动的受惠者，也不完全是帝国
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新的研究重新审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

社会以及⽂化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只是单⽅⾯的影响，也不局限于简单的
积极——消极论的叙述中。我认为这种研究趋势和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
称为从国别史到跨国史的转变，下⽂举例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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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ast, Newr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版见柯⽂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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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ebecca Kari, Stas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 of the Twentieth Cen-

tur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版见卡尔。瑞贝卡著，⾼瑾等译《世界⼤舞台：⼗
九、⼆⼗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s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
m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s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版见何伟亚著，刘

天路、邓红风译《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献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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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不在《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の中讨论的对象是启蒙、进

步、现代这些⻄⽅⽂明的核⼼概念。传统的著作⼤多探讨这些⻄⽅核⼼概念

是否被运⽤、如何被运⽤，从⽽证明是否是普世价值。刘⽲另辟蹊径，探讨这

些理念在清末民初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是如何被移植、发展和改变的。她关注
的核⼼问题是这些概念是如何在现代中国取得合法性。通过对于“外来语”
(loan-word)的分析，刘不展⽰了双重、多重翻译的过程和跨语际实践的模式。
在另⼀部著作《帝国的碰撞》(The Clash of Empires)@中，刘⽲将清王朝理解
为和英国、法国、美国相对应的帝国主义势⼒，⽽不仅仅是与欧洲民族国家冲
突的帝国主义受害者。换句话说，也就是将中国放⼈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帝
国主义扩张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中，重新看待清帝国的⾝份地位

和意识形态的转变。
这些专著都具有很深的理论层次和复杂性，我在这⾥⽆法⼀⼀阐释。但

就本⽂的⽬的来说,这些专著都可以看作是对于中国史范围内两种传统研究
范式的反思和超越。他们代表了90年代以来的新的研究趋向，在全球史视野
下重新审视中国，在选题、视⾓、材料上都实现了由“冲击—回应”和“中国中
⼼”向全球史、跨国史的转变。这些⾰命性的著作所处理的题⽬⼤多是经典的
题⽬：民族主义、义和团、翻译、传教⼠。他们的过⼈之处不仅仅是应⽤新材
料,扩⼤讨论范围，⽽且是从⼀开始就从全球史的问题⼈⼿。这些论著在⽅法
论上凸现跨学科，引1⼈东南亚历史、后殖民研究、⽂学、⼈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
果。在结论上，他们的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性结论不仅在中国史内
部有所开拓,对于这些世界史范围内的核⼼概念也有重要的理论贡献。总的
来说，我认为这些论著都传达了⼀种信息：在讨论中国现代历史的时候，我们
很难讨论任何“纯粹的、本质上的中国性”(essential Chineseness)。换句话说，
⼀个孤⽴的近现代“中国”并不存在。

南海与东海：以离散为例
当今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许多的跨国界研究的范式，⽐如地中海、⼤西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
dernitv-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版见刘⽲著，宋伟
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学，民族⽂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 Lv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中⽂版见刘⽲著，杨⽴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
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秋宇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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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西域、南海等模式。中国史范围内,南海、南洋在地理与东海相近，又⽐东
海作为研究单元要成熟，可以作为很好的借鉴。南海与中国⼤陆之间的交流
源远流长，主要是福建、⼴东⼀带⼈民因为贫穷、战乱、逃避法律制裁等原因来
到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经商、做⼯，暂居或者长期移民。
在19、20世纪的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华⼈分为新客和海峽侨⽣ (Straits Chi-

nese)两种。前者多是新近的苦⼒劳⼯，⽽后者则是政治经济上的精英，逐渐成
为英国殖民 者和华⼈被统治者之问的桥梁。因为很多代的长期居住，海峽侨
⽣积累了经济、政治上的资本，⼦⼥也多在殖民地接受英⽂基础教育，其中⼀
些被送到英国继续接受⾼等教育。

19世纪下半期之后,清政府由于⾃强运动对于西学⼈才和资⾦的需要，同
时⾃⾝在合法性上受到改良党和⾰命党的挑战等原因，改变了长期以来对⼿
移民存有的消极敌视态度，颁布了⼀系列保护海外华侨的条例，并且⿎励他们
回国经商参政。因为清政府的⿎励，同时由于殖民地种族歧视的存在,很名华
⼈精英选择受雇于清朝和民国政府，更好地实现个⼈价值。通过这些商⼈、律
师、医⽣、教育家等⼈作为承载体，实现了南海地区内部⼤量的物资、资⾦和信
息流动以及⽂化交流和观念转换。

这些华⼈精英中⽐较著名的有伍廷芳、伍连德、辜鸿铭、林⽂庆等等。在
中国史范围内，我们熟知的往往是他们在中国范围内的⾝份和活动，⽐如说外
交家、现代医学奠基⼈、清遗⽼、厦⼤校长等等。对于这些⼈物在英帝国和殖
民地的活动以及和它们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却知之甚少。这很⼤程度上
是基于⼀种“中国中⼼”的态度;认为他们在“中国之前”或是“中国之外”的活
动对于中国史并不相关也不重要。

东南亚华侨历史长久以来也是割裂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史之间，⽽
且研究也常常被⽂化中⼼论所主导。通过南海这个跨国的研究范式，可以开
发很多新问题，⽐如迁徙、华⼈离散、社会⽹络、⽂化交流与观念转换等等。近
来历史、⽂学、⼈类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个研究热点是离散华⼈精英的
⾝份认同的问题。“离散”这 个概念虽然源⾃犹⼤⼈的被迫迁徙，强调对于故
⼠的回归。但是⽬前已经被⼴泛应⽤于其他⼈群，包括华⼈华侨在内。麦克
考恩在 1999 年《亚洲研究杂志》的⽂章中就提出从跨国和全球视野下研究⼀
个经常被民族国家历史所忽略的群体—⼀现代中国移民的重要性®。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1949,”the Joural of Asian
Studies 58, no. 2, May 1999, pp.306 337; and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m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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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不在《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の中讨论的对象是启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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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民族主义、义和团、翻译、传教⼠。他们的过⼈之处不仅仅是应⽤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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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
dernitv-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版见刘⽲著，宋伟
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学，民族⽂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 Lv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中⽂版见刘⽲著，杨⽴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
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秋宇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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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58, no. 2, May 1999, pp.306 337; and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m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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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殖民地出⽣、接受英式教育的侨⽣精英的⾝份认同呈现出复杂
的多样性：有的效忠于英殖民政府，有的服务于清、民国政府，有的成为东南亚
侨领。研究的问题集中于：他们在英国、本⼟出⽣地和清朝以及后来的民国之
间如何认同？他们究竟是忠实的⼤英帝国属民、⼤清⼦民，还是两者都是或者
都不是？法律上如何规定，他们⾃⼰又是如何认为？他们对于中国、中国⼈、
中华⽂化这些新兴概念是如何理解和界定的？⽣活在多元⽂化的冲击之下，
他们又是如何参与、应对并且影响这个过程的？
个案不同,结论也不同。但是在理论上共同的是不应该存有⼀国中⼼ ⼀

种⽂化中⼼的先见去看待这些⼈物。不预设他们都具有稳定的中国⼈的⾝
份,不预设某⼀些⽂化认同⼀定强于其他，不以种族作为决定他们认同的绝对
标杆。具体地说，不能因为他们被贴上了华⼈的标签就预设他们在政治上⼀
定忠于清政府或者民国政府;⽂化上他们对中华⽂化就⼀定⽐对西⽅⽂化更
加亲切、熟悉和喜爱，哪怕已经是三代、四代之后的移民后代，他们仍然与⼤陆
保持着⼀种与⽣俱来、⽆法割裂的联系。我觉得这样的预设根源于⼀种“中国
中⼼”的偏见，⽽忽略了社会现实。
在课题上，东海可以从南海模式中借鉴的地⽅有重视跨国家 、跨⽂化⼈员

尤其是离散的活动、流动以及资⾦、信息、知识的传递和转换，⽐如朱舜⽔和郑
成功。在理论上，不先见或者预设⼀国、⼀地或者⼀种⽂化为中⼼，⽽是从个
案出发,放到具体历史背景中考量。南海与东海作为研究单位当然也有很⼤
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它们各⾃兴盛的时代不同，相关的政治地理实体也不同。
⽐如说殖民主义问题在 19、20 世纪的南海领域是核⼼,⽽在东海只有到了⽇
本帝国的建⽴和侵占台湾、朝鲜之后才凸现。

东海作为研究的新范式
相对于传统的国别史来说，“东海”这个概念作为⼀种新的研究范式具有

三⽅⾯的优势。⾸先，它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历史⾃在的联系，⽽不因为之后的
⾏政划分造成事物本⾝的割裂，从⽽避免历史⽬的论的误导。现代民族国家
建⽴之后，⼈为划分的疆域和历史⼈物的活动范围、事物的运⾏轨迹并不完全
⼀致。以跨国、跨⽂化的新模式来取代或者补充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可以
帮助还原历史本⾝的联系。⽐如说古代、中世纪⼈对于国家的意识和现代⼈
完全不同。对于⼀些长期居住、来往于东亚海域的渔民、商⼈、海盗，他们并不
⼀定⾃我认同为⼤清、⽇本或者朝鲜⼦民，他们很可能只对他们的宗族、职业

或者区城存在有意识的认同感。回归历史⾃在的联系，⽽不是强加后来的现
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个⼈认同如此,对于研究今天所认同的“国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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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类的政治实体以⼀种异于民族国家的实体的存
在,但是近世琉球却代表了⼀种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种既⽆洪
完全⽤主权的国家概念概括、又不同于传统朝贡系统中的宗主国的群体认同
的存在。作为“东海”领域中的⼀个复杂的例证，琉球的⾃主性和复杂多变的
认同只有在东亚⼤环境下，尤其是在它与中国、⽇本互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得
以彰显。
琉球⼈在种族、语⾔和⽂化等⽅⾯同⽇本和中国都有很⼤的区别,有其独

特的特征。1609 年萨摩⼈侵之后，琉球事实上已经被纳⼈了幕府的系统，但是
并不和其他落处于相同的地位，琉球王国政治⾝份长期处于模糊的状态。琉
球通过⼀个复杂的贸易和外交⽹将北京、福州、琉球、萨摩和幕府连接起来。

在经济上依赖和⽇本萨摩的贸易，在政治上⼜必领称⾖于中国。由于琉球地

缘政治的特殊性，⼀⽅⾯,琉球的政治和⽂化精英们必须应对⽇本强⼤的政治
军事⼒量。另⼀⽅⾯,琉球又⾯对中国，并吸取了⼤量的儒家意识形态进⾏政
治统治。这个复杂的形势造成了琉球的政治、经济、⽂化认同很难被简单地概
括。⽐如说,琉球⼈遇到中国⼈说汉语,在和⽇本⼈打交道的时候则说江户式
的⽇语。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琉球⼈的⾃我认同差异很⼤，即使是同⼀时
期、同⼀阶层的琉球⼈也往往具有多重⾝份和认同。史密斯(Gregory Smits)
的研究表明，想象的琉球共同体是⼀个各种意识形态⾓逐的战场，⽂化单⼀的
国家观念并不存在，琉球并不是⼀个完全独⽴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它是⼀
个朝贡体制内部的落属国;对于德川⽇本来说它虽然不是⼀个独⽴的国家，但
又是外国，是⼀个幕藩体制内部的“异国”0。

其次，东海的研究⽅法可以让我们开发⼀些过去在狹窄的国别史中难
以或⽆法很好研究的课题。⽐如像奴⾪贸易、传教⼠活动、殖民主义、移民
之类的课题本⾝就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超出了今天所界定的⽂化宗
教的区分。只有在跨国界、跨⽂化的新模式下 才可 能进⾏更为有效的
研究。
除了引⼈新课题之外，使⽤新⾓度、新视野也可能在原有的课题中发

现新问题，得出新观点。就拿⼤家都熟知的郑成功 (1624-1662）四来说，
我们所知道的郑成功出⽣在⽇本长崎附近的平户，母亲⽥川⽒是⽇本⼈，
⽗亲郑芝龙是福建出⽣的海上冒险家。郑的少年时代在⽇本度过，七岁时

Gregory Smits, Visions of Ryukyu: l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16-48.

郑成功在西⽂⽂献中通常被称为 Koxinga,由国姓爷⾳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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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出发,放到具体历史背景中考量。南海与东海作为研究单位当然也有很⼤
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它们各⾃兴盛的时代不同，相关的政治地理实体也不同。
⽐如说殖民主义问题在 19、20 世纪的南海领域是核⼼,⽽在东海只有到了⽇
本帝国的建⽴和侵占台湾、朝鲜之后才凸现。

东海作为研究的新范式
相对于传统的国别史来说，“东海”这个概念作为⼀种新的研究范式具有

三⽅⾯的优势。⾸先，它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历史⾃在的联系，⽽不因为之后的
⾏政划分造成事物本⾝的割裂，从⽽避免历史⽬的论的误导。现代民族国家
建⽴之后，⼈为划分的疆域和历史⼈物的活动范围、事物的运⾏轨迹并不完全
⼀致。以跨国、跨⽂化的新模式来取代或者补充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可以
帮助还原历史本⾝的联系。⽐如说古代、中世纪⼈对于国家的意识和现代⼈
完全不同。对于⼀些长期居住、来往于东亚海域的渔民、商⼈、海盗，他们并不
⼀定⾃我认同为⼤清、⽇本或者朝鲜⼦民，他们很可能只对他们的宗族、职业

或者区城存在有意识的认同感。回归历史⾃在的联系，⽽不是强加后来的现
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个⼈认同如此,对于研究今天所认同的“国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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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类的政治实体以⼀种异于民族国家的实体的存
在,但是近世琉球却代表了⼀种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种既⽆洪
完全⽤主权的国家概念概括、又不同于传统朝贡系统中的宗主国的群体认同
的存在。作为“东海”领域中的⼀个复杂的例证，琉球的⾃主性和复杂多变的
认同只有在东亚⼤环境下，尤其是在它与中国、⽇本互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得
以彰显。
琉球⼈在种族、语⾔和⽂化等⽅⾯同⽇本和中国都有很⼤的区别,有其独

特的特征。1609 年萨摩⼈侵之后，琉球事实上已经被纳⼈了幕府的系统，但是
并不和其他落处于相同的地位，琉球王国政治⾝份长期处于模糊的状态。琉
球通过⼀个复杂的贸易和外交⽹将北京、福州、琉球、萨摩和幕府连接起来。

在经济上依赖和⽇本萨摩的贸易，在政治上⼜必领称⾖于中国。由于琉球地

缘政治的特殊性，⼀⽅⾯,琉球的政治和⽂化精英们必须应对⽇本强⼤的政治
军事⼒量。另⼀⽅⾯,琉球又⾯对中国，并吸取了⼤量的儒家意识形态进⾏政
治统治。这个复杂的形势造成了琉球的政治、经济、⽂化认同很难被简单地概
括。⽐如说,琉球⼈遇到中国⼈说汉语,在和⽇本⼈打交道的时候则说江户式
的⽇语。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琉球⼈的⾃我认同差异很⼤，即使是同⼀时
期、同⼀阶层的琉球⼈也往往具有多重⾝份和认同。史密斯(Gregory Smits)
的研究表明，想象的琉球共同体是⼀个各种意识形态⾓逐的战场，⽂化单⼀的
国家观念并不存在，琉球并不是⼀个完全独⽴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它是⼀
个朝贡体制内部的落属国;对于德川⽇本来说它虽然不是⼀个独⽴的国家，但
又是外国，是⼀个幕藩体制内部的“异国”0。

其次，东海的研究⽅法可以让我们开发⼀些过去在狹窄的国别史中难
以或⽆法很好研究的课题。⽐如像奴⾪贸易、传教⼠活动、殖民主义、移民
之类的课题本⾝就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超出了今天所界定的⽂化宗
教的区分。只有在跨国界、跨⽂化的新模式下 才可 能进⾏更为有效的
研究。
除了引⼈新课题之外，使⽤新⾓度、新视野也可能在原有的课题中发

现新问题，得出新观点。就拿⼤家都熟知的郑成功 (1624-1662）四来说，
我们所知道的郑成功出⽣在⽇本长崎附近的平户，母亲⽥川⽒是⽇本⼈，
⽗亲郑芝龙是福建出⽣的海上冒险家。郑的少年时代在⽇本度过，七岁时

Gregory Smits, Visions of Ryukyu: l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16-48.

郑成功在西⽂⽂献中通常被称为 Koxinga,由国姓爷⾳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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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回到福建⽗亲身边，开始接受中国古典教育。郑芝⻰起先⽀持反清复
明，后来⼜倒⼽。但是郑成功本⼈却拒绝投靠清朝，率众在⼴东沿岸抗清，

1661 年打败荷兰⼈占领台湾，⼀直到次年去世。现存关于郑成功的第⼀
⼿资料相当有限，关于他的知识⼤多通过后来⼏⼗年的他⼈的撰述⽽来，
其他关于郑成功的故事⽐如母亲的⾃杀，他的死亡等细节都难以考证。在
传统中国史的语境下，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但这样的描述固然
确切，但并不能够完全概括历史中的郑成功。多⾯的郑成功只有置于东亚
海域的⼤环境下才能够更好地理解。

郑芝龙是福建出⽣的海上冒险家，在澳门学会说葡萄⽛语，并且受洗成为
基督徒，取教名为 Nicholas Iquan,曾短暂地为荷兰⼈做过翻译。作为⼀个跨
国的海上⼈物，他的影响从福建延续到⽇本。郑芝龙是⼀个中、⽇、欧洲⼈争
夺东亚海域的产物。如果没有东亚海域这个⼤环境，他的海盗⽣涯不可能发
展壮⼤，他与⽇本妻⼦的婚姻和郑成功的出⽣也都没有可能。
如果说郑成功的出⽣和东亚海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那么他的发展、影响

以及对于他的历史记忆就更需要在这个环境下理解。在 19世纪的欧洲⽂献
中,郑成功⼤多数是以邪恶的海盗形象出现。郑成功是最早进⼊欧洲⼈注意
的中国⼈之⼀。他从荷兰⼈⼿中取得合湾，对于欧洲海上霸权的挑战为他赢
得了“海盗郑成功”的称号。最早的欧洲记载有台湾的荷兰前总督 Frederic
Coyett 所著 Verwaarloosde Formosa(被遗弃的台湾)0,1675 年在阿姆斯特丹
匿名出版。其中描写的郑成功是⼀个野蛮、残忍迫害和屠杀荷兰⼈甚⾄神职
⼈员的刽⼦⼿。
在18世纪⽇本⽂献和民间传说中，郑成功以英雄⽽⾮海贼的形象出现。

但是与中国叙述有所不同的是，他是⼀个⽇本英雄，⼀个在外国领⼟上成就了
丰功伟绩的⽇本英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18世纪初江户时代剧作家近松
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作者总是将郑成功描述为“⼀个碰巧有中国⼈⽗
亲的⽇本⼈”。如果说中国叙述尽可能低调地处理郑成功的⽇本⾎统，⽇语叙
述突出他的母亲的美德对于郑成功的决定性影响。他的⽇式习惯、举⽌都成
为了郑成功“纯⽇本特质”的证据。这个论断⾮常具有代表性，“作为⽇本⼈的
郑成功”形象在⽇本⾮常受欢迎。平户⾄今还保存着据说是郑成功的旧宅，每

Tnez de Beauclait ed. , Neglected Formosa : A Translation from the Dutch of Frederic
Covett's Vermaerloosde Formosa, pp. 161-169，转引⾃ Rai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 Fistorv, Mv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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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庆祝他的⽣⽇，许多神社仍供奉他为英雄。马关条约之后，⽇本更是利⽤⽇
本化了的郑成功作为统治台湾的有利政治资源。⽇治台湾时期，⽇本政府⼤
⼒宣扬郑成功的⽇本⾎统，并且宣称其统治其实是在继承“传统”，试图通过郑
成功将其对于台湾的殖民统治合理化。

郑成功在19世纪以来的台湾被认为是⼀个英雄⼈物、岛屿的开创者和台
湾移民的先驱。他甚⾄被神化，并成为民间宗教的⼀个部分，⾄今仍受到台湾
很多庙宇的供奉。在现代具有很强政治化倾向的叙述中，郑成功的故事象征
了只有台湾才真正延续了合法的中国政权。19世纪清朝叙述中，郑成功成为
忠君的代表被清朝政府所表彰，,1875 年沈葆桢应台湾⼠绅请求，在台为郑成功
⽴祠，追谥“忠节”。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话语中,因为反满反帝情绪的⾼涨，郑
成功又以全新的形象出现，成为⼀个忠于明朝的遗民，⼀个反满、反清、反西
⽅、甚⾄反⽇的民族英雄。在20世纪初，他又被神化为⼀个反抗异族侵略的
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英雄。当今⼤陆的主流话语基本延续了这种形象，郑成功
收复台湾、驱逐荷虏，是使台湾得以回归祖国怀抱的爱国主义英雄。

海盗头⽬、贸易商⼈、⽇本英雄、冒险家、明遗民、岛国开拓者、中华民族的
英雄，郑成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常常以孤⽴甚⾄对⽴的⾯
⽬出现。郑成功的例⼦凸现了国别史在解释复杂多⾯、跨国⼈物时的局限性。

不同政治⽂化历史背景下对同⼀个⼈物的不同诠释，很⼤程度⼘是由民族国
家的政治⽴场决定的,这也往往造成了对于多⾯历史⼈物的割裂、分离甚⾄曲
解。相反，如果应⽤东海模式来研究郑成功，在类似复杂历史⼈物的研究中引
⼈跨国视⾓，可以帮我们将他们的多重⽅⾯整合起来,产⽣⼀个更为完整、贴
切和历史性的叙述。

问题与挑战
随着资本、⼈员、知识的快速流动，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在理论和实践

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民族国家仍然主导世界政治形态的今
天，国别史仍然是重要的研究单位。跨国史并没有取代国别史，⽽是提供
了⼀种补充与替代，尤其是在研究课题本⾝就具有跨国界、跨⽂化的特质
的情况下。

东海模式在操作上也⾯临⼀些理论困难和实际挑战。例如如何界定东海
的内涵、外延和适⽤性？如果这不是⼀个⾏政划分的边界，那么以什么作为标
准来划界？谁来划界？在时间维度上,到何时为⽌？在适⽤性上,什么样的课
题更适合⽤这个跨国界的新概念来解读？如何处理东海与南海以及与其他地
域之间的交流？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同时，资料的繁多和语⾔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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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回到福建⽗亲身边，开始接受中国古典教育。郑芝⻰起先⽀持反清复
明，后来⼜倒⼽。但是郑成功本⼈却拒绝投靠清朝，率众在⼴东沿岸抗清，

1661 年打败荷兰⼈占领台湾，⼀直到次年去世。现存关于郑成功的第⼀
⼿资料相当有限，关于他的知识⼤多通过后来⼏⼗年的他⼈的撰述⽽来，
其他关于郑成功的故事⽐如母亲的⾃杀，他的死亡等细节都难以考证。在
传统中国史的语境下，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但这样的描述固然
确切，但并不能够完全概括历史中的郑成功。多⾯的郑成功只有置于东亚
海域的⼤环境下才能够更好地理解。

郑芝龙是福建出⽣的海上冒险家，在澳门学会说葡萄⽛语，并且受洗成为
基督徒，取教名为 Nicholas Iquan,曾短暂地为荷兰⼈做过翻译。作为⼀个跨
国的海上⼈物，他的影响从福建延续到⽇本。郑芝龙是⼀个中、⽇、欧洲⼈争
夺东亚海域的产物。如果没有东亚海域这个⼤环境，他的海盗⽣涯不可能发
展壮⼤，他与⽇本妻⼦的婚姻和郑成功的出⽣也都没有可能。
如果说郑成功的出⽣和东亚海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那么他的发展、影响

以及对于他的历史记忆就更需要在这个环境下理解。在 19世纪的欧洲⽂献
中,郑成功⼤多数是以邪恶的海盗形象出现。郑成功是最早进⼊欧洲⼈注意
的中国⼈之⼀。他从荷兰⼈⼿中取得合湾，对于欧洲海上霸权的挑战为他赢
得了“海盗郑成功”的称号。最早的欧洲记载有台湾的荷兰前总督 Frederic
Coyett 所著 Verwaarloosde Formosa(被遗弃的台湾)0,1675 年在阿姆斯特丹
匿名出版。其中描写的郑成功是⼀个野蛮、残忍迫害和屠杀荷兰⼈甚⾄神职
⼈员的刽⼦⼿。
在18世纪⽇本⽂献和民间传说中，郑成功以英雄⽽⾮海贼的形象出现。

但是与中国叙述有所不同的是，他是⼀个⽇本英雄，⼀个在外国领⼟上成就了
丰功伟绩的⽇本英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18世纪初江户时代剧作家近松
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作者总是将郑成功描述为“⼀个碰巧有中国⼈⽗
亲的⽇本⼈”。如果说中国叙述尽可能低调地处理郑成功的⽇本⾎统，⽇语叙
述突出他的母亲的美德对于郑成功的决定性影响。他的⽇式习惯、举⽌都成
为了郑成功“纯⽇本特质”的证据。这个论断⾮常具有代表性，“作为⽇本⼈的
郑成功”形象在⽇本⾮常受欢迎。平户⾄今还保存着据说是郑成功的旧宅，每

Tnez de Beauclait ed. , Neglected Formosa : A Translation from the Dutch of Frederic
Covett's Vermaerloosde Formosa, pp. 161-169，转引⾃ Rai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 Fistorv, Mv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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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庆祝他的⽣⽇，许多神社仍供奉他为英雄。马关条约之后，⽇本更是利⽤⽇
本化了的郑成功作为统治台湾的有利政治资源。⽇治台湾时期，⽇本政府⼤
⼒宣扬郑成功的⽇本⾎统，并且宣称其统治其实是在继承“传统”，试图通过郑
成功将其对于台湾的殖民统治合理化。

郑成功在19世纪以来的台湾被认为是⼀个英雄⼈物、岛屿的开创者和台
湾移民的先驱。他甚⾄被神化，并成为民间宗教的⼀个部分，⾄今仍受到台湾
很多庙宇的供奉。在现代具有很强政治化倾向的叙述中，郑成功的故事象征
了只有台湾才真正延续了合法的中国政权。19世纪清朝叙述中，郑成功成为
忠君的代表被清朝政府所表彰，,1875 年沈葆桢应台湾⼠绅请求，在台为郑成功
⽴祠，追谥“忠节”。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话语中,因为反满反帝情绪的⾼涨，郑
成功又以全新的形象出现，成为⼀个忠于明朝的遗民，⼀个反满、反清、反西
⽅、甚⾄反⽇的民族英雄。在20世纪初，他又被神化为⼀个反抗异族侵略的
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英雄。当今⼤陆的主流话语基本延续了这种形象，郑成功
收复台湾、驱逐荷虏，是使台湾得以回归祖国怀抱的爱国主义英雄。

海盗头⽬、贸易商⼈、⽇本英雄、冒险家、明遗民、岛国开拓者、中华民族的
英雄，郑成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常常以孤⽴甚⾄对⽴的⾯
⽬出现。郑成功的例⼦凸现了国别史在解释复杂多⾯、跨国⼈物时的局限性。

不同政治⽂化历史背景下对同⼀个⼈物的不同诠释，很⼤程度⼘是由民族国
家的政治⽴场决定的,这也往往造成了对于多⾯历史⼈物的割裂、分离甚⾄曲
解。相反，如果应⽤东海模式来研究郑成功，在类似复杂历史⼈物的研究中引
⼈跨国视⾓，可以帮我们将他们的多重⽅⾯整合起来,产⽣⼀个更为完整、贴
切和历史性的叙述。

问题与挑战
随着资本、⼈员、知识的快速流动，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在理论和实践

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民族国家仍然主导世界政治形态的今
天，国别史仍然是重要的研究单位。跨国史并没有取代国别史，⽽是提供
了⼀种补充与替代，尤其是在研究课题本⾝就具有跨国界、跨⽂化的特质
的情况下。

东海模式在操作上也⾯临⼀些理论困难和实际挑战。例如如何界定东海
的内涵、外延和适⽤性？如果这不是⼀个⾏政划分的边界，那么以什么作为标
准来划界？谁来划界？在时间维度上,到何时为⽌？在适⽤性上,什么样的课
题更适合⽤这个跨国界的新概念来解读？如何处理东海与南海以及与其他地
域之间的交流？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同时，资料的繁多和语⾔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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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研究者造成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史学的⽇益专门化的今天，史学专门
家们如何能够对各个国家的历史都具有⼀定程度上的了解？需要多⼤程度的
了解？⽆论如何，随着更多学者投⼈到全球史的研究中，加上各地区、各领域
学术合作的不断深⼈，东海与跨国史的⽅法势必为中国史研究开辟新的⽅向。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以三个百年为中⼼(1250-1350、1500-1600、
1700——1800）

王振忠(复旦⼤学历史地理研究中⼼)(主持）：
我们开始今天上午的圆桌会议。昨天，我们⼀共有⼗三位先⽣发表了报

告，今天是圆桌会议，⼤家⾃由讨论。
那么现在就开始讨论吧。

⽻⽥正(发⾔)：
昨天晚上我读了葛⽼师对x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的书评，这个书

评翻译成⽇⽂版，所以我能够完全读懂。这⾥⾯谈到，⽇本学者做研究的时
候⽐较喜欢⽤东亚或者说亚洲这样⼀个框架来做研究,这⾥⾯提到这个观
点，这⼀点我想待会⼉确认⼀下。其中有⼀点，就是明治时代以后，⽇本受
到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外扩张的意图在那⾥。第⼆点，也提到现代⽇本
学者试图超越欧美，但是,实际上使⽤的研究⽅法还有许多理念⽅⾯,还是
源于欧美这⽅⾯,下⾯就提到中国的学者对此的看法，这⾥⾯有很多表述，
对我有很⼤的参考价值。⾄少在我们这个课题研究⼩组⾥⾯，可以说在座
的研究者脑⼦⾥⾯，从来没有亚洲主义这个想法，但是，的确有⼀种试图超
越或者说突破现代民族国家这样⼀个框架的想法。说实话，我们⾃⼰都有
点搞不明⽩，为什么试图要突破民族国家这样⼀个框架。我也问过我仃这
些同⾏研究者，我们为什么要超越民族国家这样⼀个框架呢？超越以后我
们可以获得什么东西呢？好像⼤家也不是很清楚。


